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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八日，一架飞机飞临黑云压城的西安上空，它投下的不是
炸弹，而是四十万份《大公报》社评——《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对于“充塞着乖戾幼稚
不平的空气”的西安城，这篇社评无异于一贴清醒剂，使狂热的官兵们冷静下来，也给进退
两难几近崩溃的张少帅指出了一条路。在各方的努力下，一场迫在眉睫的内乱消弥于无形
，但历史却在这无形之中被彻底改变了。 
    俗话说，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在中国的历史中，枪杆子不但出政权，而且出道
理——但这回《大公报》的秀才要给北军的丘八们说道理，不但说清了，而且深入人心，那
雪片般漫天飞舞的报纸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的一道奇观。 
    何以至此？无缚鸡之力的秀才们两手攥空拳，仅一腔热血加一枝秃笔，何以能干预历
史？因为他们发出的是独立的声音，是出于公心的持平之论，超脱于党见和私利之上，既
有铁的逻辑，又有仁爱体谅的热心肠，难怪叛乱的官兵说，连《大公报》都不支持我们，还
有什么话说……可见《大公报》之深入人心。 
    关于那段历史，我们从来不知道“自十二日之后，全国各大学，各学术团体，以及全国
工商业实业各界，谁不悲愤？谁不是痛骂！” 
    西安事变是中国现代历史上改变了国家命运的一大疑案。 
    它究竟是一个混迹于歌舞场的纨绔搬演的“英雄造时势”的闹剧，还是一个爱国者被国
仇家恨冲昏头脑因而产生的过激行为？张少帅是“千古英雄”，还是“千古罪人”？他是受党影
响，还是受党领导？或者如张季鸾、王芸生的判断，他不过是“大军阀张作霖的儿子”，他
要做的是“投靠苏联”？《大公报》社评中那“蕴酿着，鼓动着，差不多一年多时间才形成这种
阴谋”究竟何指？ 
    少帅一介无战功的武夫，平生两件大事，一是“武装调停”中原，一是发动西安事变，
都是兵不血刃，翻云覆雨，前者背冯阎趋蒋，此番背蒋欲趋谁？ 
    少帅之所以“随节来京”，是“《连环套》看得太多了”的义气，还是摆脱危机的无奈？究
竟是军法森严的南京可怕，还是杀机四伏的西安凶险？ 
    明的、暗的，国内的、国际的，国民党、共产党，政府的、民间的，到底有多少势力
纠缠其间？ 
    西安事变已过去七十年，那篇曾在西安上空漫天飞舞的文字，尽管未臻完美，但持论
正大，悲天悯人，即便现在读起来，仍让人心潮起伏。 
 

略论《大公报》与西安事变 

王芝琛 
引 言 

    应该说老一辈人中，一提起《大公报》与西安事变，都会想到，在西安事变发生后第六



天，即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８日，在西安的上空洒下几十万份当日《大公报》社评《给西安

军界的公开信》。该社评在西安乃至全国引起极大反响，同时也把《大公报》与西安事变联

系在一起。  
 

１２月１２日当晚…… 
    总编辑张季鸾看到关于西安事变的电讯稿，顿时一改平时总带微笑的面容，变得十分
严肃，并叫人请编辑主任王芸生到他办公室。张季鸾看到王芸生后第一句话就说：“陕变

是有人策动的。”并表示，“陕变不是一个人的事，张学良也是主动，也是被动，西安充

塞了乖戾幼稚不平的空气，蕴酿着，鼓动着，差不多一年多时间才形成阴险。” 王芸生完
全同意张季鸾的看法，因为他们都是办报人，在西安又有常驻记者，诸如洛川会晤早有所

闻……。 
    他们也十分清楚，张学良想投靠苏联，依靠苏联的金钱和武器，重振东北军。 
 

基本评价： 
爱国主义乎？亡国主义也。 

    在整个西安事变进程中，总编辑张季鸾共写下十一篇社评。张季鸾严肃地指出：张杨
之变并非爱国主义，实则亡国主义。例如在１２月１６日发表的第三篇社评《望张杨觉悟》

中说：“张杨此举，或自谓为救国，实际则为速国之亡；或自谓为联合团结，实际则为促

国家之分裂”。  
    时任编辑主任的王芸生，在《大公报》的重要新闻周刊《国闻周报》发表了《前进吧！
中国》与《六寄北方青年》中对西安事变都有阐述。王芸生说：“我以为事情很简单，无论

何党何派，你既标榜‘救国’，便不应该使用亡国手段。西安事变的手段是怎样的？开后

门，拆烂污，简直是败战主义。我们以五年的忍耐与努力，才做到现在这个可以抬头见人

硬嘴说话的样子。我们应该继续苦干，继续努力，才能挺腰，才能翻身，怎好自己扯后腿

，栽跟头？”（见《国闻周报》第１４卷第２期《寄北方青年》。）  
    １２月２０日胡适先生在津沪《大公报》发表了题为《张学良的叛国》的星期论文，该
文题目已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张学良的行为是叛国，而决不是什么“爱国”。  
 

《大公报》论中共 
    关于中共自西安事变以来所表现的态度，王芸生在《三寄北方青年》（《国闻周报》第１
４卷第５期）一文中说，我也得到不少相似的资料，但同时也有许多矛盾的东西。在西安事

变后的两三天内，我见到中共上海中央局的一张传单，文字的要点大概是说：“不杀某贼

，中国不能抗日；不打倒汉奸政府，革命没有前途。”同时收到陕北红军的广播无线电报

，也是对张学良的行动喝彩的。假使我见到的传单是真的，收到的电报没有错，无疑的，

共产党又犯了严重的错误。“洪波震壑，川无恬鳞”，在这样一个大风波中，共产党岂能

无所动静？既动矣，又岂能无所错误？不过共产党是从群众中生长出来的，应该能善察群

众的心理。在西安事变中的群众情绪是怎样的？这是天下共见的，群众所表现的情绪是：

对蒋委员长的关切，对张学良的愤怒，对国家的热爱。我想共产党的眼睛是雪亮的，应已

察知群众的情绪赶快纠正了错误。这是对的。 
 

１２月１８日的西安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８日，《大公报》发表了由总编辑张季鸾撰写的社评《给西安军界
的公开信》后，宋美龄所主持的航空委员会，当天即派出飞机，带了这张报四十万张（注一

）飞临西安上空散发。一时间西安的上空与地面，《大公报》社评飞扬。  



    社评悲愤地说：“主动及附和此次事变的人们听着！你们完全错误了。错误的要亡国
家，亡自己。现在所幸尚可挽回，全国同胞，都悲愤着焦燥着，祈祷你们悔过。”社评更

进一步设身处地，语重心长地说：“东北军的境遇，大家特别同情，因为是东北失后在国

内所余唯一军团，也就是九一八国难以来关于东北唯一的活纪念。你们在西北很辛苦，大

概多带着家眷，从西安到兰州之各城市都住着东北军眷属，而且眷属之外，还有许多东北

流亡同胞来依附你们。全国悲痛国难，你们还要加上亡家的苦痛。所以你们的焦燥烦闷格

外加甚，这些情形是国民同情的”。 
    散发的社评效果如何呢？下面引述一段陈纪滢（注二）著，１９７４年由香港掌故月刊
社出版的《胡政之与大公报》中言：“所有东北军及杨虎城所属看了这张传单式的社评，马

上转变了态度。张杨二氏的心理，也立刻起了急剧变化。后来笔者亲自遇见当时参加事变

的几位东北高级军事将领，他们描述那传单的功效时说：‘我们看了这篇社评，又感动，

又泄气。那篇文章说得入情入理，特别把东北军的处境与其遭遇，说得透彻极了，所以我

们都受了莫大感动。但大家又说：大公报不支持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我们便拿着传单

去见副司令，进了房间，见副司令正在阅读那上边的文章，他看完了之后，神色也变了，

立即召集会议，讨论一切……”，“如今参与其事的将领，还有在台湾的，一问便知。所

以大公报这篇《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成了近代历史重要文献之一，其所发生的功效绝对大

于楚汉争霸中的‘楚歌’”。我们由此从另一个侧面了解到社评《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

确实在西安军民中引起了一定的反响。  
 

张季鸾、王芸生都认为 
张的悔过是真诚的 

    １２月１６日中共和平使者代表团抵达西安。他们的抵达，似乎变成了整个西安事变
的策划者是张学良，准备杀害蒋介石的刽子手也是张学良。张学良此时此刻，思潮起伏，

匪夷所思……，正在这个当儿，下面的军官送来了从天空中飞下来的《大公报》社评。张学

良开始考虑下一步棋该如何下，已是火烧眉毛的事了。  
    西安事变发生急剧的转变，张学良不仅放蒋并亲自送蒋回洛阳最后到南京。令人瞩目
的张学良这一大胆的举措，竟然瞒过了杨虎城，也瞒过了周恩来。  
    事变后，张学良即将被软禁之际，在上海《大公报》编辑部，张季鸾与王芸生有一次长
谈。他们两人一致认为，张学良１２月２６日亲笔写给蒋介石的悔过书，并非“违心之作

”，起码在当时是相当真诚的。他们两人都被悔过书所打动。张学良的悔过书如是说：“

介公委座钧鉴：学良生性鲁莽粗野，而造成此违犯纪律大罪。兹腼颜随节来京，是以诚恳

领受钧座之责罚，处以应得之罪，振纲纪，警将来。凡有利吾国者，学良万死不辞，乞钧

座不必念及私情有所顾虑也。学良不文，不能尽意，区区愚忱，伏乞鉴谅！”  
    张、王二人为何肯定悔过书是真诚的呢？他们认为，最大的明证乃是张学良背着杨虎
城，也背着周恩来，冒死送蒋回南京。张学良自认只要他真心悔过，拥蒋抗日，蒋是会念

旧情的。他们二人还认为，目前蒋正在积极准备对日全面作战，正需要像张学良这样的抗

日杀敌虎将。谈到此，激动的张季鸾突然放声说：“走，去见蒋力谏放张！”  
    后来，张季鸾乘蒋介石庐山避暑时，草草行装前往庐山，蒋介石在“美庐”会见了张
季鸾，当蒋得知张季鸾是为张学良说情时，满脸严肃无表情，而当张谈到张学良的悔过是

真诚的时候，略见蒋的面部表现稍稍有点变化，但很快又恢复了如前之态。张季鸾动情地

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但蒋仍十分镇定，毫不动声色。张已经明白，他是不可

能说服蒋介石的。仅停了一日多，张季鸾又匆匆地离开了庐山，离别时他深深地为张学良

的命运和前途而悲叹！  
 



后 语 
    １９８６年，时值张季鸾先生百年诞辰纪念，台湾举办了大型活动，张季鸾的儿子张
士基先生应邀参加。期间张学良将军与张士基会了面，张将军并没有多谈西安事变，而在

张士基面前背诵了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８日《大公报》社评《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畅如

流水，毫无错误。张将军说该文是王芸生写的，其实是张将军记错了，这正是张士基的父

亲张季鸾所写。事情虽小，却可看出，该社评对张学良将军影响之深。  
    张季鸾最为后来人所诟病的，是在西安事变后，他准备请一个号称“刘神仙”的医生
，给蒋介石治腰伤，这事虽未成，但在１９４９年以后闹得沸沸扬扬，他们称张“亲蒋”

、“媚蒋”。殊不知，蒋介石也是常人，腰伤也是要治的。  
    １９８０年王芸生去世前，对本文作者说，“我们这边儿，简直把张学良说成是百分
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其实他是大军阀张作霖的儿子。张作霖把中共领袖李大钊杀了；咱们

这边呢？在文革中，张学良胞弟张学思，让海军造反派活活斗死。当然日本鬼子把其父杀

了，又把他本人赶出东北。他当然痛恨小日本。依我看，张学良是‘国恨家仇’，而称不

上‘千古英雄’。”  
    西安事变已经过去将近七十年了，有关的争论仍在继续。本文介绍《大公报》对西安事
变的看法给读者，确乎？谬乎？有待读者进一步思考。  
    
   注一：到底带多少张报，各处的说法都不一样，有的差别很大，如有人说带了上百万张
。笔者以为徐铸成著《报人张季鸾先生传》的说法比较接近实际（见该书第１２７页），故
引之。  
    注二：陈纪滢是邮局工作人员，从１９３１年起一直以客卿身份在《大公报》担任职务
，长达１５年之久，是编外记者，为报社作了大量工作。１９４９年随国民党政府去了台
湾，曾任台湾笔会中心主席。他的三本有关《大公报》著作：《报人张季鸾》、《胡政之与
大公报》、《重庆时代的大公报》等，使其在海外颇有些名声。  
 
作者简介： 
    王芝琛，王芸生之子。１９３７年９月出生，１９５５年９月毕业于北京第２５中（即
原育英中学）。１９６１年９月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后长期在海军工程院从事
教育及教育科研工作。１９９１年提前退休，从事《大公报》报史研究。 
 
 

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大公报》社评） 
              
    陕变不是一个人的事，张学良也是主动，也是被动，西安市充塞了乖戾幼稚不平的空
气，酝酿着，鼓动着，差不多一年多时间才形成这种阴谋。现在千钧一发之时，要釜底抽

薪，必须向东北军在西安的将士，剀切劝说。我们在这里，谨以至诚，给他们说几句话： 
    主动及附和此次事变的人们听着！你们完全错误了。错误的要亡国家，亡自己。现在
所幸尚可挽回，全国同胞，这几天都悲愤着焦燥着，祈祷你们悔过。 
    东北军的境遇，大家特别同情，因为是东北失后在国内所余唯一的军团，也就是九一
八国难以来关于东北唯一的活纪念。你们在西北很辛苦，大概都带着家眷，从西安到兰州

之各城市都住着东北军眷属，而且眷属之外，还有许多东北流亡同胞来依附你们。全国悲

痛国难，你们还要加上亡家的苦痛。所以你们的焦燥烦闷，格外加甚，这些情形，是国民

同情的。蒋委员长明知你们空气不稳，而一再到西安，对你们始终信赖，毫不防备，也就



是因为特别同情你们之故。 
    你们大概听了许多恶意的幼稚的煽动，竟做下这种大错，你们心里或者还以为自己是
爱国，那知道危害国家，再没有这样狠毒严重的了。你们把全国政治外交的重心，全军的

统帅，羁禁了，还讲什么救国！你们听不见绥远前线将士们，突闻陕变，都在内蒙荒原中

痛哭吗﹖你们不知道吗？自十二日之后，全国各大学，各学术团体，以及全国工商业实业

各界，谁不悲愤？谁不可惜你们？你们一定妄信煽动，以为有人同情，请你们看看这几天

全国的表示，谁不是痛骂！就使诚心反政府，想政权的人，在全国无党无派的大多数爱国

同胞之前，断没有一个人能附和你们的。因为事实最雄辩，蒋先生正以全副精神，领导救

国，国家才有转机，你们下此辣手。你们再看看全世界震动的情形！凡是同情中国的国家

，没有不严重关心的。全世界的舆论，认定你们是祸国，是便利外患的侵略！因为这是必

然的事实。蒋先生不是全智全能，自然也会有招致不平反对的事，但是，他热诚为国的精

神，与其领导全军的能力，实际上成了中国领袖。全世界国家，都以他为对华外交的重心

。这样人才与资望，再找不出来，也没机会再培植。你们制造这阴谋之日，一定能预料到

至少中央直属的几十万军队，要同你们拼命，那么你们怎么还说要求停止内战？你们大概

以为把蒋先生劫持着，中央不肯打你，现在讨伐令下了。多少军队，在全国悲愤焦虑的空

气中，正往西安开。你们抗拒，是和全国爱国同胞抗拒。你们当中，有不少真正爱国者，

乃既拼了命而祸了国，值与不值？ 
    所幸者，现在尚有机会，有办法，办法且极容易，在西安城内，就立刻可以解决。你
们要从心坎里悲悔认错！要知道全国公论不容你们！要知道你们的举动，充其量，要断送

祖国的运命，而你们没有一点出路。最要紧的，你们要信仰蒋先生是你们的救星，只有他

能救这个危机，只有他能了解能原谅你们！你们赶紧去见蒋先生谢罪吧！你们大家应当互

相拥抱，大家同哭一场！这一哭，是中国民族的辛酸泪！是哭祖国的积弱，哭东北，哭冀

察，哭绥远！哭多少年来在内忧外患中牺牲生命的同胞！你们要发愤，从此更精诚团结，

一致的拥护祖国。你们如果这样悲悔了，蒋先生的泪一定更多，因为他为国事受的辛酸，

比你们更多几十倍。我们看他这几年在国难中常常有进步，但进步还不够。此次之后，他

看见全国民这样悲忧，全世界这样系念，而眼前看见他所领导指挥的可爱的军队大众，要

这样牺牲，而又受你们的感动，他的心境，一定要自责自奋，绝不怪你们。从此之后，一

定更要努力集思广益，负责执行民族复兴的大业。那么，这一场事变，就立刻逢凶化吉转

祸为福了。你们记住几句话：（一）现在不是劝你们送蒋先生出来，是你们自己应当快求蒋

先生出来。（二）蒋先生若能自由执行职务，在西安就立刻可以执行。你们一个通电，蒋先

生的一个命令就解决了。（三）切莫要索保证要条件。蒋先生的人格，全国的舆论，就是保

证。你们有什么意见，待蒋先生执行职务后，尽可以去贡献，只要与国家民族有利，他一

定能采纳，一定比从前更要认真去研究。（四）蒋先生是中央的一员，现在中央命令讨伐，

是国家执行纪律。但我们相信蒋先生一定能向中央代你们肯求，一定能爱护你们到底。 
    我们是靠卖报吃饭的，谁看报，也是一元法币一月，所以我们无私心。我们只是爱中
国，爱中国人，只有悲忧目前的危机，馨香祷告逢凶化吉！求大家成功，不要大家失败。

今天的事情，关系国家几十年乃至一百年的命运，现在尚尽有大家成功的机会，所以不得

不以血泪之辞贡献给张学良先生与各将士。我想中国民族，只有彻底的同胞爱与至诚能挽

救。我盼望飞机把我们这一封公开信快带到西安，请西安大家看看，快快化乖戾之气而为

祥和。同时请西安的耆老士绅学生青年，都快去求他们照这样做。这是中国的生路，各军

队的生路，也就是西安二十万市民的生路。全世界全中国，这几天都以殷忧的目光，望着

西安阴郁的天空。赶紧大放光明吧！万万不要使华清池西安等地，在中国历史上成了永久

的最大的不祥纪念！我们期待三天以内就要有喜讯，立等着给全国同胞报喜。 
 



张学良的叛国    胡 适 

 
 
    我刚从海外回来。我在国外，眼看见美国的舆论对中国的态度在最近几个月之中逐渐
好转。到十月以后，国家的统一形态更显明了，对强邻的态度更严正了。十一月九日美联

社的社长何华德先生从马尼拉发出一个长电，对新兴的中国表示由衷的赞叹。他说：“对

这个更生的，统一的中国，欧美人的评判必须改变修正了。向来外国人认为不可能的统一

，今天已是一件无疑的事实了。” 
    我自己也抱着这样的乐观回来，万不料回国刚刚十二天，就遇着了张学良在西安叛变
劫持统帅的恶消息！我个人精神上的大打击自不消说；全世界的震惊，我们的国家民族在

国际的地位骤然低落，只有我们刚从国外回来的人才能充分感觉到。我们又要许多时不能

抬头见人，不能开口说响话了！ 
张学良和他的部下这一次的举动，是背叛国家，是破坏统一，是毁坏国家民族的力量

，是妨害国家民族的进步，这是毫无疑义的。最奇怪的是今日还有一部分的青年人表同情

于张学良，那些人不是居心危害国家，必是无知无识。居心危害国家的人，唯恐国家不乱

，因为只有纷乱的状态之下他们可以在浑水里摸鱼，达到他们危害国家的目的。那种人我

们可以撇开不谈，因为他们的头脑早已硬化了，什么话都听不进去。至于知识幼稚的青年

，他们本是抱着爱国血诚的，只因为情绪太兴奋，忍耐心太薄弱，不明了事实，总感觉到

政府对外太软弱，总疑心到政府的领袖有对不住国家的心思。这种错误的感觉到现在应该

可以消除了。五年的忍辱不战，所求的是一个统一的国家，整齐的步伐，充实的力量。性

急的青年虽然看不到这一点，我们的强邻可早就明白了。去年九月二十四日出现的所谓“

多田宣言”就很明白的说：要之，蒋介石及其一党与日本帝国之关系，帝国屈伏乎？抑帝

国打倒彼辈乎？ 
    我们的青年人应该仔细想想这几句话的涵义。我们的强邻早已认清蒋介石先生领导之
下的政府是最可怕的力量，所以他们处心积虑要打倒那个力量。所以凡危害那个力量的行

为，都是自坏我们国家民族的抗拒力量，都是危害我们自己的国家，戕贼我们自己的民族

，——都是叛国祸国。 
特别是在这个绥远前防已开始作战的时期！全国的人民应该明白：这回绥远的作战是

第一次由统一的中央政府主持领导的战争。中央的部队已到了前线，军政部次长陈诚已受

命指挥绥东国军各部队了。这回作战的第一步计划当然包括三个子目：第一是绥北绥东的

肃清，第二是察北察东的收复，第三是冀东的收复。正在这第一个子目还没有做完的时候

，正在陈诚次长受命指挥的第二天，张学良忽然造反了，把一个关系全国安危的领袖蒋院

长拘留了，把前一天受命指挥绥东国军的陈诚次长和别的几位重要官吏与将领也拘留了！

说这是为的要“抗日”，这岂不是把天下人都当作瞎子傻瓜！ 
这回的西安事变，是叛国祸国，毫无可疑。一个政府有铲平叛乱的当然责任，也毫无

可疑。政府得到西安叛变的确报之夜（十二夜），立刻举行中央常务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委员

会的联席会议，议决行政院由孔副院长负责，军事委员会由冯副委员长及常务委员负责，

指挥调动军队由军政部长何应钦负责，并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张学

良免职的国府令是十二夜下的，到十六日国府才下讨伐张学良的命令。政府的讨伐令所以

迟到四天之后才下，大概是因为蒋院长等被困在西安，政府不能不存“投鼠忌器”的疑虑

。现在讨伐令已毅然发表了，我们当然赞成政府的处置。十二夜政府的决议是健全政府本

身在非常时期的组织；十六日的讨伐令是全国的要求，我们都认为很正当，很得体的处置

。我们现在只希望政府坚持这个立场，不迟疑的，迅速的进兵，在勘定叛乱的工作之中做



到营救蒋陈诸先生的目的。这不是不顾蒋陈诸先生的安全。我们要彻底明白，凡奸人劫持

绑票，正是要人“投鼠忌器”，只有坚持不受要挟不赎票的决心，方才可以使他们所挟劫

质的全归无用。一切迟疑顾忌，都正是奸人所期望的！ 
蒋介石先生在今日中国的重要，真是如傅斯年先生说的“无可比拟的重要”。西安叛

变的突然发生，使全国爱护国家的人们格外感觉到这个领袖的重要。在这几天之中，我见

着了至少两三百个来客，有的是白发的学者，有的是青年的学生，有些是平日爱护蒋先生

的，有些是时常批评他的，——但在这个时候，这些人都是异口同声的关切蒋先生的安全

，都在愁苦焦急的到处探听可靠的消息。一切政见的异同都丢在脑后了，大家只感觉这是

一个有能力有办法的领袖是一身系国家的安危的，我看见一个北大一年级的学生在十三的

早晨真是焦急的要发疯；我知道两个十一二的小孩子真急的大哭。这种现象，在这个最不

崇拜英雄的民族里，真是最难得的奇迹。这样爱护的热心，不是宣传的力量造成的，也不

是武力威权招致的，是最近两三年坚忍苦干的事实逐渐得国人明了认识的自然效果。在他

患难之中，全国人对他表示的敬爱与关怀，那才是最真诚的表示，是利禄与威权买不来的

好意。 
我们在此刻所能确信的消息是端纳先生曾飞到西安，亲见蒋先生平安无恙。我们祝他

平安出险。我们深信他平安出险是毫无疑问的。 


